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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性教育的目标与理念 

 

《性教育不适合“集中领导、统筹安排”》，《人口研究》2002年第6期 

 

潘绥铭 

 

为什么需要性教育 

 

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对人们，尤其是青少年进行性教育呢？当正规的性教育教材终于进入中国一些地方的中学教室的
时候，人们似乎认为：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其实，争论才刚刚开始。 

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为什么要进行性教育，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：因为性不可能“无师自通”，不学就不会，所以才
需要进行教育。青少年需要知道性是怎么回事；已婚者需要靠知识来提高性生活的质量；老年人也仍然需要知识来协调
晚年的各种性活动。如此而已，天经地义，根本没什么可讨论的。 

可是，这样的性教育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（哪怕说在“文革”那样的“性禁锢”的时代里）难道就没有过吗？
如果中国人真的一直是“性盲”，怎么会创造出那么多的性文化产品[1]和这么多的中国人？所以问题其实是：为什么只
有到了今日，我们才如此急切地需要性教育呢？或者说：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就开始出现的[2]、在整个80年代里被不断
呼吁的性教育，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，才被允许在中学里登堂入室呢？ 

我们当然可以找出许许多多原因来，但是最主要的推动力还是来自一个社会事实：中国人，尤其是青少年的“性”
[3]越来越开放，而主流社会则越来越认为这种开放说一种日益增大的威胁。特别是因为艾滋病来到了中国，所以拖了将
近20年的性教育才能在今日一蹴而成。 

这就是说，尽管许许多多推动性教育的志士仁人并非如此，但是在主流社会看来，性教育的目标无疑是控制[4]人们
尤其是青少年的“性”，也就是把性教育当作“灭火器”来使用。 

正是由于这个目标的客观存在，我们才会直到现在仍然对能不能讲避孕套和性交争论不休，因为这些内容无疑超出
了“灭火器”的功能。反之，也正是由于在周恩来总理大力提倡性教育[5]的1974年，社会上并不存在“性解放”的威



胁，也没有对于“灭火器”的客观需求，因此他以国家第二把手之权威发出的指示，才会迟迟无人执行，只能留给后人
津津乐道。 

但是，这种“灭火器”的目标其实只是一个错觉。西方历史告诉我们：无论进行或者不进行性教育，人们，尤其是
青少年的“越轨”性行为发生率都在整个20世纪里攀升，而且居高不下。也就是说，所谓“性解放之火”，是由于方方
面面多种多样的社会原因造成的，性教育作为其中一个并不那么重大的因素，既不能独自完成“灭火器”的使命，也不
会全都发挥“助燃剂”的功效。性教育普及所改变的，只是增加了避孕套的使用率。[6] 

笔者以为，性教育只应该有一个“终极关怀”的目标：帮助所有的个体，尤其是下一代，都尽可能多地获得“性
福”。 

在这个目标下，性教育的“受众”的权利与利益才是第一位的。他们与教育者之间的互为主体的关系，才是我们在
性教育过程中应该着力建设的。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并不是我们想告诉青少年什么，而是青少年自己希望知道什么；不是
如何讲授，而是如何讨论。 

在这个目标下，任何一种性知识都不存在该不该讨论的问题，只有一个怎样才能讨论得最好的问题。同样，性教育
也就不应该局限于“性知识”，更不是某种既存的性道德，而是着重培养人们在性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而且是自主发展
的能力。按照日本一些性教育实践的提法，就是帮助人们学习如何生活。 

 

由谁来进行性教育 

 

在中国，最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，各种各样的性知识普及读物就已经如水银泻地般地逐步遍布城乡了，现在
更有了似乎是无穷无尽的网上性信息。因此，2002年开始的性教育之所以被舆论所欢呼，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是“正规”
的，是国家实行的。结果，问题就来了：性教育为什么必须由国家来进行？或者说，国家究竟为什么要负责进行这样一
个其实靠社会传播完全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？ 

从最浅显的层次上来看，这不能不说是在当前中国依然非常浓厚的“国家崇拜”意识的产物。尽管“小政府、大社
会”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多年，但是每当遇到具体的问题，人们仍然不由自主地希望把责任统统推给国家，其实就
是想“逃避自由”。 

再深入分析下去，我们不得不指出，大多数主张和推动性教育事业的人士，实际上仍然是按照“一元化”的思路来
设计性教育的，就是希望借助国家的权威力量，在“性”这个领域里建立起某种单一话语的绝对霸权，而且世世代代传
承下去。这种希望与主流社会对于“灭火器”的急切需求不谋而合，于是终于在2002年促成了“正规”性教育的“闪亮
登场”。 

可是，无论什么具体内容的性教育，只要是“一元化”的，那么首先就会遇到无法克服的操作障碍。例如：假设某
个高中二年级的全体学生中，已经有5％的人发生过性行为，15％的人在恋爱，20％的人连最起码的性知识都没有，其余
的人则是处于中间状态；那么“正规”的性教育无论讲什么和不讲什么，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一部分学生认为是“超
前”，另一部分学生则认为是“马后炮”，还有一些学生则如坠云中，甚至会有因此而“逆反”的。结症就在于：如果
非要把性教育纳入目前的由国家控制的义务教育体制之中，那么它就不得不在受众年龄与教育内容这两个方面拼命地达
到“一刀切”，不得不忽视受众的任何个体差异与不同个体在发展中的多样可能性。 

这个无解之结恰恰说明：性教育其实是最不适于“一元化”的，尤其不适于由国家来“集中领导、统筹安排”。中
国的性教育推动者们，常常以西欧国家为例来呼吁“国家把性教育抓起来”，却不大提及两点事实：其一，美国的性教
育实际上是由各个学校自己来决定是否进行以及如何进行的；其二，西欧诸国虽然是“国家推行性教育”，但是那些国
家本身已经是多元化与多样化了，并不存在中国这样的“一元化”，就连产生“一元化”思想的社会基础都近乎荡然无
存了。这些，我们中国人不是不能看到，而是不愿意看到。 

进一步说，“一元化”性教育的荒谬其实是国家自己造成的。例如，最近有一种“同伴教育”的方法被“引进”到
中国，被奉为“国际上性教育的最佳方法”，而且在中国试行之后也确实成效不菲，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欢呼。可是我们
中国人几千年来，在没有“正规性教育”、父母和长辈又“不可言传”的社会里，难道不是靠了同伴之间的口口相传，
才获得了必要的性知识吗？许多民间的“酸曲”和“小调”都在传播性知识。它们难道不是典型的、有效的同伴性教
育？因此，所谓“同伴教育”一点都不新鲜，新鲜的是：它为什么居然在最近数十年的中国消失殆尽，害得我们现在反
而要从国外引进，甚至可能因此而崇洋迷外？ 

再例如：中国性教育的实际工作者早在1985年就发现而且提出过：整齐划一的课堂性教育，效果远远不如一对一的
具体咨询好。[7]可是直到2002年，得到推动和受到欢呼的，仍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。尤其是，已经开展得最广泛的、最
容易使求助者获益的、实现了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”这个理想的、已经切实地提高了中国人性知识水平的大众传媒的邮
寄咨询和网站上的电子邮件咨询，却不但都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礼遇，反而还没有被承认为是性教育，甚至有可能由于
“正规性教育”的开展而受到挤压和排斥。 
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笔者一家之言：就是因为这些传播方式很难符合国家控制的一元化的要求。 



 

教育些什么？ 

 

在对于“正规性教育”的欢呼中，有一个词汇的“上镜率”奇高：科学。人们的言外之意大约有三层：其一，唯有
灌输“科学”的性教育才能成为“正规”的；其二，“科学”能够解决性方面的一切问题；其三，“不科学”的就是异
类。 

笔者想问的却是（可能太“超前”了）：所谓“性科学”究竟是什么？或者说，对于“性”这样一个涉及到个人的
存在总体的、往往是体现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之中的、只能具体地存在与特定社会文化之中的、无限丰富与可塑的人类
活动来说，真的有一种什么“科学”能够解释它甚至“引导”它吗？尤其是，隐藏在“性科学”背后的是什么？ 

我想，对于任何一个知道当今国际学术发展的人来说，这其实都是一个“知识与权力之关系”的并不难懂的问题。
只不过它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具体化为：权力的具体运作方式正在由单边型向权威再向话语型过渡之中。因此“科学
崇拜”实在是我们的一个必经阶段而已。 

但是，我们中国现在真的是一个奇妙的社会，刀耕火种与载人航天共存。结果，所谓“科学的性教育”一方面确实
可以否定传统的“唯道德教育”和新近的“色情品教育”，因此笔者一直为之鼓与呼，现在也为其实现而欢欣鼓舞。可
是另一方面，它又确实在生产着新的神话与时尚，更加可能对广义的“新新人类”造成压抑与烦恼，因此笔者又不能不
“杞人忧天”。 

其实，如何看待“性方面的科学崇拜”，即使对于现今的青少年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。例如：当大男孩们
看到百分之XX的男人在平均XX岁就开始以每月平均XX次的频率从事自慰（手淫）这样的“科学”信息的时候，他们是不
是应该因为自己符合这一“规律”而沾沾自喜，或者由于“过度”或者“贫乏”而烦恼？ 

无论目前的“正规”性教育讲不讲这样的“科学”，反正总有或多或少的青少年会知道的，也总是不得不面对“科
学崇拜”这个现实。因此，“正规”性教育在这个方面并不是有待发展的问题，而是从什么样的起点上开始发展的问
题。 

除此之外，“科学崇拜”还有一个貌似毫不相干的产物：闭口不谈社会性别（gender）的问题。“正规”性教育仅
仅在纯粹技术的层面上争论是否应该让男生和女生一起听课。可是，“性”与“性别”难道真的可以分开吗？男人与女
人的“性差异”究竟是先天决定的本质，还是后天形成的文化建构？将来不得不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性别平等与选择自由
的社会中的青少年们，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与对方的“性”与社会性别问题？这些内容之所以还不可能被纳入正规性
教育，并不仅仅是由于社会性别的空气在中国还非常稀薄，更主要的是因为这股气流仍然被“性的科学”所构筑的长城
阻挡于外。 

 

最根本的“失语” 

 

一句话，目前中国的主流社会仍然不能承认：任何一个人，哪怕是青少年，都具有与生俱来的、以不损害他人为前
提的“性权利”；国家的义务是保证这种权利得以实现，而不是相反。 

为什么不能承认性权利？因为在许多情况下，主流社会甚至不能承认青少年也是人。例如，主流社会总是把教育者
比喻为“园丁”，也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修枝剪叶，结果被教育者就不得不变成任人宰割的草木。可是在学生
感谢好老师的时候，却往往把他们比喻为“蜡烛”，强调了他们为了学生的发展利益而宁肯牺牲自己。 

这种“园丁思想”，从近期来看，来源于“文革”中达到顶峰的“接班人情结”；从渊源来看，则是中国根深蒂固
的“祖先崇拜”在作怪。它的深层意义就是力图永远“复制明天”，以确保“江山万代不变”，最终达到“虽死犹生”
的效果。这就是中国历代主流社会寻求“永生”的“现世宗教”。因此，所谓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其实是以不许改道为
限；所谓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则意味着绝不能变红。 

承袭了这种传统的当今主流社会，当然必须压制个人的独立自主的“性权利”，因为它意味着“不服天朝管”；更
必须遏止任何在发展中出现的多元化或者多样化的苗头，因为它是“变质”；只不过这些都被叫做“未成年保护”与
“性教育”而已，也就是民间所说的“打是亲、骂是爱”。因此，最近开始的“正规”性教育，对比过去是进步，套用
现在是残缺，面对未来则是阻碍。 

当然，笔者并没有傻到幻想一步登天，只不过希望相关的人士深思一下：既然我们以性教育的提倡者或者先行者为
己任，那么我们就更不应该再“摸着石头过河”了，而是应该比别人先想一步，争取少交“学费”。毕竟，性教育面对
的是人，是青春。这些，我们牺牲不起，也没有权利去牺牲。 



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,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。 

 

 

[1] 中国历史上的性文化产品主要有三大类：“阴阳协调”的性哲学、“房中术”以及民间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。最
近20年来，我国学者对此的著述甚多，此处不再一一列举。 

[2] 自从1958年起，中国一直在出版通俗的性知识读物，其中最普及的就是许文彬的《性的知识》一书。直到“文
革”前，至少在北京，新婚夫妻都可以在结婚登记的时候买到此类读物。 

[3] 笔者所使用的加引号的“性”，是指英文中sexuality这个新的概念。国内一般翻译为“性存在”、“性现
象”、“性素质”等等，尚无统一的译法。它是对于传统的唯生物学意义的“性”（sex）的概念的扩展，强调“性”在
现实的社会、文化、心理、行为和社会性别关系中的表现形态。尤其是，它包括社会性别（gender）和性关系的内容在
内。例如，从一而终者与拈花惹草者，无论他们的“性”在生物学意义上多么相同，两者的“性存在”也是大相径庭。 

[4]所谓“引导”，在中国当今的语境中也仍然是一种控制。 

[5] 据叶恭绍教授等聆听者的回忆，当年周恩来总理先后4次讲过性教育问题，而且不是泛论，是非常明确具体地发
出指示。 

[6] 参见：劳曼等人，《性存在的社会组织》，1994年出版，尚未译成中文。此书的通俗读本是《美国人的性生活》
（Sex in American），迈克尔等人著，潘绥铭等人译，陕西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1月。 

[7] 参见:阮芳赋：《性知识手册》，1985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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